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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诞生性”的三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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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诞生性”是其思想体系的起点。“诞生性”包括自然生命的诞

生和公共生命的诞生，体现在历史、制作与行动等三个向度中。现代性开启后，“制作”的膨胀让“诞

生性”遭到遮蔽，以至于历史与自然科学成为“纯粹的过程科学”，作为行动的主体及其精神反而暗

淡无光。在单一性的现代性谋划中，工具理性逐渐实现了僭越，压倒了价值理性，使得“祛魅”后的

人类意义世界渐趋荒芜，虚无主义随之兴起。重构早期阿伦特的“诞生性”思想，发掘“言说”和“行

动”的价值，可以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必要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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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诞生性”(natality)

是重新思考人的境况的起点。巧借奥古斯丁的创

世学说，阿伦特将“诞生”视为开端启新的能力。

在神学世界观里，上帝创世造就了两类产物：一

为自然，一为人类。人与自然的诞生，尤其是人

类的诞生，让整个世界成为显象世界。自然的存

在，如若没有人的出现，难免是寂静的，只有人

类诞生之后，主体意识到与他者共在的事实，进

而意识到主体间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构成交互

活动的意义世界。一般而言，从柏拉图到海德格

尔，大多数哲学家将人类的“诞生性”抛诸脑后，

将认识世界的视角固定在人的死亡上，即所谓

“向死而生”——他们认为人类世界充满烦躁与

苦闷，向往的平静与永恒只能在死后实现。由于

历史决定论者和功利主义者不同程度、不同形式

的宣扬，人们的注意力基本倾注在“劳动”和“制

作”上，生命的物化和机械化慢慢遮蔽了“诞生

性”，“诞生”的蓬勃和创造让位于有限的名利追

逐。阿伦特认为：“人类体制和法律的脆弱性，

以及一般而言的所有与人们共同生活有关的事

务的脆弱性，都来自诞生性的人类条件。”[1](150)

正是“诞生”之下的行动——宽恕与承诺，为每

一次“脆弱”保驾护航。卡林·弗莱认为：“关

注诞生性意味着，个人行动是重要的，世俗事件

是有意义的。”[2]本文从历史、制作与行动三个

向度对“诞生性”进行探讨，理清“诞生性”如

何从历史和制作的歪曲中剥离出来，落实于行

动，最终成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起点。 

 

一、诞生性之于“历史” 

 

阿伦特在对历史本质的考察中发现了现代

历史观的两个特点：一是延续自然历史观，二是

受实验科学的影响历史观趋向实证主义化。这两

种对待历史的态度，特别是后者，实际上尽量抹

去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结果，人们往往陷入自

然崇拜，不断地贬低人的存在特性，包括情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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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试图依靠精确的计算能力将历史数字化、

标准化。阿伦特反对这种历史实证主义。她认为，

历史研究不应以客观规律统领偶发性，人类的意

志能力不会允许自我永远服从规则。相反，应该

在尊重偶然性的立场上看待历史，建立虔信、和

平、仁慈的共同意识；重视行动者们以爱发起的

无数个别的行动，记录这些鲜活生命的伟大行

动。基于“诞生性”，阿伦特试图让人们相信历

史是行动者的故事。 

首先，阿伦特抛开古老的神话传说，从批判

自然历史观开始。她认为，历史与自然不能同构：

其一，历史与自然的内容不同。自然的内容是其

本身，而历史的内容是世俗的人。历史哲学的奠

基人维科认为，是人创造历史，而不是上帝，虽

然人仍然禀受上帝的旨意行动。但此命题的意义

在于它的前提是人至少能够认识那些自己所制

造的东西[3](53)。在阿伦特看来，维科这一命题在

某种程度上为主体主义与世界异化埋下了种子

(我将会在“诞生性之于制作”中来解释她的观

点)。尽管维科的历史主体最终受到神意的操控，

并以整体的、普遍的历史规律来解释各个部分，

但是，维科使得历史不再寄“神”篱下，人凭借

其创造性活动登上了上帝创造好了的舞台。较之

以前的自然历史观与神学历史观来说，维科的历

史观无疑闪烁着人的光辉。在阿伦特看来，自然

历史观和神学历史观否定了现实的人的能动性，

导致历史成为必然性产物和一堆残骸。就像阿伦

特指出的那样：“历史的主体就是这些中断，换

言之，超乎寻常的事件。”[3](38−39)她认为正是人的

诞生及无数个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构成了历史，这

些错综复杂的交往关系网络不断开启新的分支，

又孕育着无数新事物的诞生。“与自然相反，历

史充满着事件；在这里，意外事件的发生和无限

不可能性之奇迹的出现是如此频繁……奇迹频

繁发生的原因仅在于，历史过程是人类自发创造

并时时打破的。”[3](162)其二，历史与自然的形式

不同。自然的必然性大循环仿佛靠着某种永动力

一直持续，但人类事物的历史却是线性的、阶段

性的。用阿伦特的话说，自然是“不朽的”，掌

控历史的人类事务却是易朽的。如果将人类事务

的历史看成是与自然一样的必然之物，其论断显

然矛盾。人类事务的易朽性，而且人类意识到了

这种易朽性，迫使人类不断寻找一种可以与自然

媲美的历史永恒。在阿伦特的视角下，这一解决

办法最终在记忆力上获得。人们为了抵抗自身的

有限性，用“功业、作为和言辞”[3](39)等，试图

在不朽的自然之上留下痕迹。然而，这些转瞬即

逝的功业、作为和言辞还需要依赖一代又一代的

记忆去传承，只有这样方能永恒。最初，世界从

无机到有机，各种奇迹纷纷出现，表明正是偶然

性造就了世界的开端。这种对固定命运之必然的

反抗，似乎根植于人类诞生带来的可能性当中。

阿伦特对自然史观的批判，实际上是说，我们应

当注重人类生活，应当给予人的创新能力以充分

尊重，而不应该在无法认识的自然之中遨游。然

而，古希腊哲学家自巴门尼德开始，以真理之路

对意见之路的疯狂打压，开始了从人类事务当中

抽身出来转而向无言无行的沉思寻找确定性的

漫漫长路，从而使历史概念从英雄感性叙事走向

绝对理性认知。于是，人的诞生性就被封印在柏

拉图式的洞穴之中。 

其次，阿伦特深刻反思了近代自然科学实验

方法与 19 世纪实证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对立。一

是对自然实验方法主观性渗透的反思。通过做实

验，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实验主体是主导实验

研究的人员；实验客体即实验对象，可以是物体、

生命或者基于两者之上的规律。自然科学从哲学

当中脱离出来，其主旨依然是对脱离人类事务的

自然真理的不懈追求，立志于寻找一种绝对祛魅

的本真和必然性。阿伦特说，在自然科学的研究

中，客观性不会与主观性相脱离；实验观察者的

主观性意见、价值观经常被带入探寻自然的“客

观”过程中，并不存在绝对客观。所谓赤裸的物

理原则，其实只是一种研究假设或想象。实验对

象是在研究者本人的价值投射下设定的，受制于

当时的语言实践。科学研究中“面向事实本身”

的刻画原则实际上是一种操作性的动作，背后蕴

含着价值原则，譬如简单性原则。进一步说，我

们无法在自然领域获得“客观真理”。维科认为

世俗人类不能认识上帝创造的世界，即不能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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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真理，只能得到“确定性”。二是对实证主

义历史研究要求“消灭自我”的反思。阿伦特认

为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显然不现实。他们极力主

张将主观性从研究历史的客观规律中完全剔除，

以达到如实地说明历史。阿伦特说，这恰恰就是

被德罗伊森谴责过的“被阉割的客观性”[3](46)。

这种试图用“纯粹客观”描述历史事件、用沉思

把握历史的方式，在阿伦特看来不可能成功。他

们混淆了亚里士多德在“理论”和“制作”之间

所做的区分。如若在历史科学中寻找纯粹客观，

要么通过孤独沉思进入思想的循环，要么是被上

帝视角引导。实际上，这两条路径都是封闭的。

前者的封闭者是自我之思，后者则是上帝。 

简言之，传统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像自然一

样循环往复，人类社会的更替有如四季变化一

样，寒暑易节、春去秋来。在时间循环之外有一

个“自然”，是所有变化的原因。阿伦特针对以

上几种对历史的歪曲，主张在时间循环论的论断

中重构时间性。一是古希腊时期的记时法以英雄

事迹为刻度，而不是以自然循环为基准。在基督

教传入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奥林匹斯神山上的卡

俄斯开天辟地。神人同形同性，都具“有死性”。

希腊悲剧中的命运概念将他们紧紧裹住，在自然

之下易于流逝。然而，只有阿喀琉斯式的英雄人

物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永存，他们超越了时间束

缚。由于英雄人物的伟大，易朽的生命体在公共

空间中、在世俗人们的谈论中完全显现，足以被

人们铭记。正是阿喀琉斯的诞生和行动，以及人

们的言辞与铭记保证了英雄事迹的不朽性。然

而，这里“在公共空间中显现”显然是政治性的。

从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中足以看出：“政治的工

作变成了两方面，一方面，包括行动、言说、出

现在同龄人面前；另一方面，是铭记、讲故事、

维护法律，以便城邦本身得以保存。”[4](82)由此，

人们发现英雄们的公共行动打破了时间循环的

结构。二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以耶稣诞生为历史

纪元的开始，这又是打破循环实践的事件。在中

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之时，经院哲学热衷于

证明上帝存在。然而，若是要往前质问“上帝创

世之前有什么”这类问题，这在基督徒看来是 

要下地狱的，因为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在《创世

纪》中，第一日上帝创造天地与日夜；而世人的

第一次诞生则有生物性原罪的烙印。世人从出生

到获得上帝恩典之前，时间的形态是从生到死的

线性不可逆。直到耶稣以一己之力洗刷人之原

罪，获得重生，在人间布道；世人以邻人之爱作

为手段，以谋求上帝宽恕
①
。到此为止是世人的

第二次诞生，且第二次诞生，因为上帝的眷顾，

以及信仰者内心的宁静将时间凝固、达至永恒。

根据阿伦特的观点，正是人们的欲求，即对拥有

未来的渴望以及对丧失的惧怕，令人们产生获得

永恒幸福的想法，并通过追问自己“我是谁”，

“我从哪儿来”，用上帝式的先验直观来感受并

投身于基督教义之中。我们如何巩固由杂多政治

行动构成的社会网络？答案就是以爱之名宽恕

不可原谅的行动，承诺不可预测的行动。也就是

说，时间不再以死为终点，死亡不是永恒，而是

另一个开始；永恒需要存在于世界中的人们以爱

为名行动起来[5](50)。阿伦特认为，真正的历史概

念应当抛弃历史循环论，因为时间循环论被自由

意志否定[6]。历史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将以行动者

的行动作为开端，以行动者作出的行动为线性内

容，只有历史家和诗人才能将行动的意义呈现 

出来。 

总之，在阿伦特眼中，对历史之诞生性的忽

视，实际上等于否认历史概念中固有的、偶然的、

真实的人类行动，以及对不可认识的“信仰地

盘”僭越式求知。用卡林·弗莱的话来说，“由

于忽视诞生性，那些关注永恒且把沉思凌驾一切

之上的人，就错过了世间领域的重要性”[2](29)。

这种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的做法，使历史变成了

一个黑格尔式的无所不包的绝对精神。在阿伦特

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当中推出政

治良知”[3](75)，是为了逃避行动的脆弱性，因为

人们无法接受行动结果的不可预测性，于是换用

“制作”来建构行动。康德说：“把普遍的世界

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

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7]这样

的理想只能被最后一代人享有，其他人都处在向

理想靠近的过程之中，何时实现无从知晓。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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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个体生命不能长久，且由于行动之脆弱，使

得人类历史具有“可悲的偶发性”，康德不得不

寻求遁词，将历史置于自然目的的引导之下。阿

伦特不再像马克思和尼采那样受沉思生活与积

极生活之等级的困扰，而是转向积极生活的内部

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之中，行动占据最高地位，

制作居中，劳动最后。在反思现代性时，阿伦特

将注意力转至人类活动本身。在历史问题上，她

认同前苏格拉底式的史学方法，历史不是一个无

所不包的精神整体，也不是纯粹理性规律的一部

分，而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实践活动，即人与人之

间的交往活动及其产物。人在交往中创造自己的

历史，也在历史活动中涌现人的诞生性。 

 

二、诞生性之于“制作” 

 

按照向自然科学学习的实证主义历史观，历

史范畴已被制作图式占领，导致对历史事件的误

判，萌生现代革命与世界异化
②
。马克思根据维

科的历史哲学提出如下论断：“如维科所说的那

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

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8]

在阿伦特看来，这实际上将历史视为制作的对

象，也就是说，历史对诞生性的忽视可以归咎于

制作模式的兴起。由于制作过程的无意义(意义只

在行动完全结束之后才会显现)，“历史”也就缺

乏意义。在技术狂飙突进的年代，“制作”完全

一枝独秀，并且在社会建设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沉思的地位最高[9]，

而制作则是末流的、下等人的工作。但是，经过

培根、维科等人对制作的不断强调，理论、制作

和实践的地位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阿伦特需要

考虑的是“制作”“创造”与“行动”之间的

联系，她在古典哲学、神学与现代科学中发现了

“诞生性”黯然失色的原因，即制作通过理念模

式逐渐统治人类生活领域。 

首先，古典哲学中“理论”具有统治地位，

实践和制作次之。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真实的，

而现象是虚幻的。其实，经历了苏格拉底之死，

柏拉图萌生了逃离人类事务领域的想法，用“原

型—摹本”建构世界。在《蒂迈欧篇》中，柏拉

图认为“从实在到被造物的过程也是从真理到意

见的过程”[10]。他将整个宇宙的起源产生、人的

生物性构造等都以“被造者模式”来看待；将思

维理性视为没有变化的真实存在，即造物者，辅

之以几何学模型，用目的论形式将其套入其中。

一般而言，柏拉图以理念的绝对地位统治制作和

实践。技艺人对于理念只能执行，这样的理念先

于技艺人的头脑，好像有一个外在声音在发号施

令一样。柏拉图还在“洞穴隐喻”中设计了第三

次转向：见识过理念世界之后，转回满是意见的

洞穴，哲学家开始用“真理”来衡量“意

见”[11]。“真理”显示出强制因素：“一旦拥有

真理，就没有了争论和说服的余地，即使上帝也

必须同意二乘以二等于四。”[12]然而，亚里士多

德区分了“制作”与“实践”。制作，意指技艺

人以理念模式为指导，用双手将自然物品改造成

工具；实践，是指公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人们在

语言交流或行动中，获得实践智慧。但亚里士多

德以“制作”的形式为范本，没有摆脱逻各斯的

规制。换言之，亚里士多德仍然通过对最高实体

的模仿，来弥补本身的有限性，以接近完善。在

阿伦特看来，政治中的不一致，不能以外在的制

作图式加以约束。倘若这样做，势必产生一系列

暴力冲突。但是，柏拉图“洞穴隐喻”中的第三

转向，终究要回到并超越意见生活。阿伦特认为

不该用唯一真理命令复数意见，而是用宽恕与承

诺对待行动。 

其次，中世纪神学造成了“制作”与“实

践”之间的混淆。由于受到上帝创世命题的影

响，人们将上帝理解为技艺人，并无止境地抬高

“制作”的地位，以至于当人们提到实践时，总

认为要去做某种技术性的、生产性的工作。在中

世纪神学势力的扩张之中，制作与实践的区别日

渐消失。阿伦特批评人们对维科历史观的不当继

承，导致了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带来了严重

的后果。受此影响，人们越发重视制作领域的功

利手段，深陷制作图式的陷阱，加深了主观主义

与世界异化。鲍尔认为，维科对这一区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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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完全混淆。以修辞学为

专长的维科，提出人创造历史的命题，与马克思

的“历史的创造”并不相同[13]。维科的“创造”

是交往实践意义上的创造，而马克思理解的创造

却是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创造。中世纪

个体意识觉醒，人们更加注重个体利益，对制作

模式的黏性增强。社会领域中的经济性、一致性

与隐私性破坏了公共领域，令人们无法实现自由

行动。由于“公共领域”(扩大后的社会领域)中

功利主义的顺从与自利，人们反而退回到私人领

域，更加偏向于认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于是，

私人领域中隐私的内涵随之转变，导致主体与政

治公共领域渐行渐远，第二次诞生，即政治生命

的诞生迟迟不来。 

最后，科学与经济变革巩固了制作图式的地

位。在科学领域，由于新工具——望远镜的产生，

人类理性逐渐膨胀，幻想自己为上帝。人作为地

球生物的基本特性扩展到整个宇宙；地球不再是

宇宙的中心，相对主义之风盛行；工具成为人的

感官延展，对工具的依赖让制作的地位更加牢

固；一切皆有可能的标语深入人心。代数作为

“人造数学”得以发展，机械的推理能力代替人

类共通感。一切外部可观测的对象，变成人类制

定的数学语言，人面对的不再是事件而是一串数

字。此时的数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数学不同：

古希腊时期的数学是先验的，而现代代数是人类

自己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共同拥有的不再是世

界，而是推理能力。究其原因，乃是制作活动的

暴力衍生品——剥夺——踩了社会领域扩张的油

门。阿伦特认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

正是宗教改革对农民的剥夺导致封建制度的解

体。阿伦特说道：“剥夺，使一部分人群丧失他

们在世界上的位置。”[1](202)农民财产被教会褫夺，

他们在共同世界中失去庇护，成为纯粹劳动力；

他们的财产成为资本家的资本，从此失去进入政

治公共领域的入场券。混乱分级的社会不仅取代

了自然的私人领域，也使公共领域衰退——自然

领域中的繁殖力被转移到了社会领域，政治共同

体只有乞灵于外在的国家。不仅剥夺本身的暴力

将财产吞噬，财产也会在整个资本积累的过程中

被消耗。维科说：“人们首先感到必需，其次寻

求效用，接着注意舒服，再迟一点就寻欢作乐，

接着在奢华中就放荡起来，最后就变成疯狂，把

财物浪费掉。”[14]剥夺与财富积累陷入手段与目

的的链条之中，虽说带来了新的财富分配，但也

造成了更多的剥夺和不均衡的占有。 

阿伦特之所以对古希腊制作图式深恶痛绝，

原因可归于以下几点：一是制作活动是在个人状

态下进行的活动，不需要他人观看、他人聆听，

是非政治的。与西方传统哲学的沉思生活相对

应，“制作”通过从纯粹理念世界分有自身，再

通过单独个人的实践完成，整个过程都不涉及与

他人的言说与共同行动。二是制作过程由手段—

目的范畴决定。制作过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产

品，而获得产品的手段就是生产过程，“就人是

技艺人而言，他使事物工具化。他的工具化活动

意味着所有事物都贬低为手段，让它们失去了内

在和独立的价值”[1](119)。功利主义的手段—目的

范畴被自身制约，缺乏对意义的认识，混淆了意

义(for the sake of)与目的(in order to)，即“为

着……的缘故”与“为了……的目的”之间的划

分。阿伦特批评科学：“人类科学探险和技术发

明的初衷是为了扩大地球、然而实际的结果却拉

大了我们与地球的距离。”[15]目的较意义而言，

更为具体，更加注重结果，且可以预测；意义则

更为抽象，时效性更为长久，往往体现在价值形

成当中，其发生不能完全预测。三是制作活动有

一个明显的开端与终结，并且是可逆转的。开始

制作意味着过程的开始，而产品的制成意味着这

一过程的结束。与行动只有开端且不可预测相

比，制作活动是可以预测的。阿伦特说：“单凭

着对未来产品的形象，技艺人就能自由地生产；

而单单面对他双手的作品，他又可以自由地破

坏。”[1](111) 毁坏制作出来的产品，与产品开始时

的不存在相比，同样化归于无。四是制作活动往

往伴随着暴力。制作蕴含的暴力显然与阿伦特倡

导的非暴力说服(言说)相左。例如，攫取物质材

料时对于自然世界的毁坏肯定含有暴力因素，靠

暴力革命建立新世界一样不可靠，因为后者经历

了极端暴力之后的创伤[16]。五是制作活动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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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过程的罪魁祸首，也是历史沦为受必然性支

配的助力器。阿伦特认为，历史本应该是用文字

记录的前苏格拉底式中立性的伟大事例的合集，

也是一系列行动事件构成的故事。它不仅不强调

因果性与背景，而且仅靠事件本身就能自我敞

开；但历史现如今成为规定好了的、有必然因果

性的、无所不包的过程。 

经过对制作领域蔓延现象的追溯，人们可以

发现，阿伦特认为，“诞生”正是栖身于亚里士

多德的实践交往行动[17]当中，而不是技术意义上

的“制作”；诞生并不是指对自然物品的改造，

其后果也不是某一样可预见的具体产品；诞生意

味着用行动交往，开启新的开端，人的独特性与

创造性并不能因为“历史之必然”与“制作之

功利”而遭到泯灭。阿伦特的目的，意在剪断传

统理性的枷锁，揭开行动之于诞生性的意蕴。 

 

三、“诞生性”之于行动 

 

阿伦特认为，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积极生

活内部制作与行动的倒转，是现代社会之病根，

使得“自然科学变成了纯粹的过程科学”“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概念和历史意识”[1](180)；诞

生性作为人之创始，也被沉思的孤独与制作的机

械性稀释；人们似乎刻意忘记自己的价值在于超

越赤裸生命，心甘情愿被“太阳之下无新事”迷

惑；人类启新的能力被因果律吞噬，一段新行动

的开始势必会顺遂意愿，且产生唯一的结果。阿

伦特为了让人的诞生性重现，开始了重构公共哲

学的长途。在阿伦特的积极生活(即劳动、工作、

行动)中，“所有这三种活动和它们相应的条件都

与人存在的最一般状况密切相关：出生和死亡、

诞生性(natality)和有死性(mortality)”[1](2)。 劳动

是为了保存生命，保存种族延续；工作是为了在

诞生与朽败之间消磨时间，工作的产物即人造物

可以代替匠人本身更长久地存在于世界；至于行

动，与诞生性的关系最为密切，基于人的复数性

——在人们中间——致力于构建良善的对话   

氛围。 

人的第一次诞生，即“出生”，是生物意义

上的，与动物被生下来一样，尚无意义
③
。走出

家庭，参加工作，进入社会，通过恋爱甚至组建

家庭，以实现社会意义上的诞生。也就是说，最

重要的诞生应该是公共性的诞生，是通过行动实

现的。行动直接创造公共领域，参与了公共领域

的人才真正懂得“诞生”。第一，从词源出发。

就人的开端而言是 initium，阿伦特将其定义为行

动的发起者，也是行动者自己的开始。行动的发

起意味着在一系列必然性中发起新的开始，而行

动者自己的开始则是因为世界具有开始原则——

不断有新生儿的诞生，不中断的开始能力[5](28)。

阿伦特认为，开端意味着新鲜事物的诞生，无法

从以前发生的事情中预测。希腊语表达“行动”

的有两个词：archein(意思是“创造”“引导”，最

终有“统治”的意思)和 prattein(“经历”“赢

得”“完成”)。这两个词同拉丁语的 agere(“发

动”)和 gerere(“忍受”)[1](148)意义相近。也就是

说，“行动”在词源中具有创造的意思，还有遭

受之意
④
。综合而言，每一个行动都是行动者不

断创造的开端，行动者深陷自己开创的每一个行

动当中，当行动发生时，既有行动者自身又有行

动涉及的他者。第二，阿伦特在单数人与复数人

区分的意义上说明开端与遭受的区别：开端即是

单个人发起的，遭受则是由于许多人之间的位

置、意见差异滋生的状态。发起行动之后，由于

复数的人形成的复杂行动网络，很可能行动与行

动之间互相作用，从而使得遭受成为“诞生”的

伴随物之一，就像母亲“生产”一样，新生儿的

母亲必然遭受生育之苦。由此，行动与诞生都蕴

含开端与遭受之意。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

指出行动的三大特性：结果不可测、过程不可逆

和故事作者无法指明。因为人与人在世界上的位

置、视角不尽相同，每一个个体发出的行动复合

在一起所构成的庞大网络无法精确到每一个终

端；一旦行动开始，整个形成中的事件无法还原

到最初的模样，即时间不可逆。复合而成的关系

网络，并不能够指出整合事件的具体作者。陈伟

认为，在行动的三大特性之中，只有“行动结果

的不可预期，与人的‘创生性’境况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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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18]。“诞生”通过行动的三个特征展现出来，

行动基于人的开启能力。“行动和言说的基本条

件——人的复数性，具有平等和差异的双重特 

征”[1](138)。诞生，不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个体诞生，

同样，与行动复数性的视角相似，诞生后的人不

唯为一条“生命”，种族、国家、家庭，甚至具

体到眼睛形状，都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每个

人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行为特性、语言方式等

都有很大差异。第三，从行动方式出发。个体既

是平等的，又是有差异的，平等与差异是复数的

行动者的普遍特性。在阿伦特看来，行动依靠言

说而非暴力与他者共存于世，正是因为满足了平

等的条件，言说才成为可能。同理，若没有差异，

便不需要尊重和对话。 

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诞生实际上蕴含着行

动；诞 生 永远是 “ 行动能 力 的本体 论 根

源”[1](192)，“政治行动最重要的扳机是诞生

性”[2](31)。先有诞生，之后才有行动。复数性也

是在诞生之后，即异质的个体诞生之后，“人

们”才具备基本条件。对于行动之于诞生的意

义，阿伦特说：“我们以言说和行动让自己切入

人类世界，这种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诞生。”[1](139)

“言说特别适合于揭示正在谈论的独特个体，而

行动则与开端、出生性有一种特别紧密的亲缘

性。”[19]在自然领域中赤裸生命的第一次诞生与

行动领域的“第二次诞生”之间，阿伦特更偏向

行动，但这并不代表两次诞生可以完全分离开

来。佩格·伯明翰认为，阿伦特的两次诞生是不

能分割的。一是诞生同样意味着语言的诞生，语

言作为潜能隐藏在诞生者当中；二是诞生者受到

他者关怀；三是诞生事件引发了一种存在的模

式，这种模式不仅被具体化了，而且也有分时性，

即看到的仅仅是现在的结果，并非所有行动结束

后的结果。在伯明翰看来，阿伦特诞生的时间性

可以解释为海德格尔此在的时间性，即第一次诞

生与第二次诞生同时发生[4](94)。 

由于诞生性与行动之间的贯通性，剖析行动

理论能更好地展现诞生性。行动发生在于向他人

显现，且是主动显现，被动显现往往隐藏着伪善

的可能。阿伦特站在现象学的角度阐释她的行动

学说，她引用梅洛·庞蒂的话说：“我能逃离存

在，但只能逃离到存在。”[20](23)也就是说，即便

是本质主义者将世界的真理悬置在沉思宁静或

是上帝之城当中，仍然要以经验为背景。按照胡

塞尔的意向性学说，意识总是对某对象的意识。

你向世界显现的同时，世界向你显现。阿伦特说：

“世界以呈现给我的方式显现，其显现取决于由

我在世界上的位置和特殊的感觉器官决定的特

殊观察角度。”[20](41)不难看出，阿伦特提出了两

个显现的条件：一是“我在世界上的位置”，也

就是每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在世界中扮演

的角色。二是“特殊的感觉器官决定的特殊观察

角度”，即共同感官
⑤
。这一感官的作用在于既

能整合五种感官，又能将世界显现给他人的形式

贯通起来，只不过世界呈现给他人的方式可能不

同。这两个条件，前者基于所处外部环境的位置，

后者则由于内在直观的存在。显然两者之间存在

张力。第一个条件最终还是得归于第二个条件，

而第二个条件实际上是处在心灵内部的判断当

中。我们如何将这一内部感官外显于他人？阿伦

特认为答案在于言说与行动。 

在基督教世界里，上帝“道”成肉身，同样，

阿伦特认为“说”能够显现自身，语言能将主体

的心灵内容彰显给他人。“言说”的发生需要两

个条件：一是他人在场的刺激，“因为我们想要

加入他们，获得他们的陪伴”[1](139)。二是诞生性

主体启新性的行动，即开始言说。言说者为了融

入世界而与他者言说，如果不为他者，仅仅是自

己与自己对话，就俨然成为孤独的沉思。只有当

与他者言说时，行动者才开始向其他人显现自

己。言说能将作为复数性存在的差异表现出来，

而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次显现，行动者通过行动

与言说呈现出更加完整的“我是谁”。不过，阿

伦特认为言说比行动更有力量，因为言语交流总

是先于行动回答“你是谁”这个问题，并且言语

将主体与主体联系起来，通过主体间的交流消除

了孤独。用阿伦特的话来说，“logos(语言)的标

准不是真或假，而是意义”[20](108)，语言和行动

一样，追求的是“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

阿伦特以隐喻为例，认为隐喻沟通现象世界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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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世界，“隐喻实现了一种真实的和似乎不可

能的‘转变’，从一种存在状态——思维的存在

状态，转变到另一种存在状态——成为现象中的

一个现象的存在状态，这种转变只有通过类比才

能完成”[20](113)。例如，柏拉图将真理与太阳类比，

太阳虽然离我们遥远但能给予我们强烈的光芒，

如同真理一样。总之，语言不仅将自我显现给他

人，还将真理呈现在现象世界。 

不管是从诞生显现的条件来看，还是从行动

显现的条件来看，两者都发生在主体间。阿伦特

所要做的就是将“诞生——显现——公共空间”

模式与“诞生——爱世界——承诺与宽恕”模式

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世界性。诞生显现的条件意

味着人们对获得他人承认的渴望，以及与他人共

有同一审美体验的愿景。同样，言说与行动显现

的条件也基于他人在场。自说自话在阿伦特的语

境里是沉思活动的特征，即自我对话。沉思活动

脱离世俗生活，不依赖于他人在场，追求内心宁

静。用阿伦特的话来说，“是世界的主体间性，

而不是身体显现的相似性，使所有的人都属于同

样的物种”[20](55)。然而，阿伦特所说的主体间性

的基础——寻找人类的归属感，即在荒漠中寻找

泉水，超越种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世界公民，

以“世界”为营地，抛开国家、种族、阶级、财

富等，在人格上实现互相平等与尊重。人类从自

我中心通过言说的方式走出来成为世界中的人，

这就破除了“第一人称”的霸权，行动者取代

“我”，成为旁观者，在世界丛林之中互相显现。 

 

四、结语 

 

人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创造性活动的开始，历

史成为由人类活动组成的无限关联的事件。诞生

性先于言说与行动，正是因为人之诞生，给显现

自身提供舞台。行动与诞生性都是凌驾于对未来

的不可预测之上。上帝已死，个体既无法预测自

己的未来，也不能预测人类整体的未来，因为就

个体与个体形成的关系网之复杂性来说，“可悲

的偶发性”一直存在，诞生与行动使得个体确认

了自己的公共性，以公共性克服个体命运的偶然

性，也为不可预测的行动赋予价值。苏格拉底之

后，自基督教的信仰转向，到笛卡尔的普遍怀疑，

都把积极生活当中的“制作”(作者要么是上帝，

要么是自我)放在首位，并以寻求彼岸拯救或陷入

知识沉思代替政治领域中的言谈交流，以致私域

扩张、公共性萎缩。在功利主义主导之下，人们

混淆了财产与财富，将手段当作目的，在不确定

之中强行寻找确定性，在单一性中遗忘了共同

性。相反，阿伦特的“诞生性”思想勉力于寻求

言说、行动及其承诺的共同价值。质言之，“言

说”构造了主体共在的条件，“行动”超越了封

闭而孤立的自我，塑造了丰富的意义世界。“言

说”与“行动”都蕴含在诞生性之中。 

 

注释： 

 

①   Karin Fry 在《诞生性》中指出，阿伦特把奥古斯丁的

诞生性与世人蒙受上帝恩典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诞

生性与阿伦特的爱这个世界这一概念链接在一起。世

人需要爱邻人，以此获得上帝的恩典。这就使爱邻人

成为伪善的可能。Karin Fry 认为，阿伦特通过对奥古

斯丁邻人之爱的批判，指出奥古斯丁一是没有认识到

个体世俗生活的重要性，且具有柏拉图式起源；二是

将爱邻人作为获得上帝恩典的工具，并不会真正爱这

个世界。参见 Patrick Hayden. Hannah Arendt: Key 

Concepts.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28. 

②   所谓世界异化，一是指人逃离赖以生存的地球而望向

宇宙；二是人在逃离世界之后，又返回了内心自我。

参见孔明安、宋建丽：《人的异化与世界异化——阿伦

特论世界异化的辩证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6 年第 4 期，第 101 页。 

③   Anne O’Byrne 认为，绝不能因阿伦特重视诞生而将

她视为生物学决定论者。阿伦特的出生概念不仅仅停

留在生物学意义之上。在现代劳动动物胜利的时代，

未来进程已经被技术预定；人们知道的仅仅是生命过

程而非生命的意义，用阿伦特特的话来说，即对不朽

希望的丧失。人们囿于劳动生活，局限于不断消费的

无休止循环。然而，消除现代有限性的根源恰恰在于

诞生的不可预测性，这就是诞生之意义。参见 Anne 

O’Byrne, Natality and Finitud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p.96, p.98, p100. 

④   “因为行动者总是在其他行动的人当中活动的，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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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联系，他就不仅仅是一个‘行动者’，而且同时是

一个遭受者。行动和遭受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

行动开启的故事包含着由它造成的业绩和苦难。”参见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149 页。 

⑤   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的共同感官不与思维同一。在

阿伦特后期对精神生活的三分，即思维、意志、判断

中，共同感官指的是一种判断官能，它具有将特殊归

纳至普遍的能力，同样也具有将特殊分有普遍的能力。

在阿伦特那里，这种判断活动倾向于是一种共有感受

能力，一种审美能力而非认知能力。由于《判断力批

判》对阿伦特的启发，她认为我们的判断实际上与审

美相似，其结果在于获得他人的认可，显示出自己品

味的先验普遍性。参见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 

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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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annah Arendt's na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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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Hannah Arendt's thoughts of political survival philosophy, "natality"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which includes birth of both natural life and public life, manifested in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cultivation 

and action.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modernity, the inflation of cultivation renders the natality veiled 

by "instrumental thinking" so that 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 have become "pure process science", and the 

subject and its spirit of praxis have become dimmed. In the unitary modernity planning,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arrogation of position, and overwhelmed value rationality so that the 

disenchanted world in human sense has gradually turned into a wasteland where nihilism emerged along.  

Reconstructing Arendt's earlier thoughts about natality and disclosing the value of parole and action can 

provide imperative thinking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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